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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同一个观点，竟被认为对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间是

否存在悖谬或误解之处？ 

 
一九四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误会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三） 

 

熊芳亮 

 

1939 年 2 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文章，警示“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

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

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

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

华民族”
1
。顾颉刚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

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2、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3、翦伯赞4等诸多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

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也正因如此，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

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

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
5
。直至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的

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周密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6。

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诸于世。另一方

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关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的重新思考和“再反思”

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蒋介石的“国族－宗

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

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
 7
。而马戎则推断，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2 月 13 日，第 9 期。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

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94－106 页。 
2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 年 2 月），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 页。 
3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5 月 1 日，第 19 期。 
4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六卷第 1 期，1940

年 4 月。 
5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6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

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

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 年第 3 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

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 年 12 月 26 日，第 07 版。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

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 年第 2 期。马戎：《“民族”之辩——从 1939 年的

那场大讨论说起》（1－4），《中国民族报》，20012 年 11 月 2 日、9 日、16 日、23 日。 
7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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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1
。而笔

者则认为，这只是后人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国族-宗族”论二者关联性认识上的一种“误

会”。 

第一，就“国族”论来看，“国族－宗族”论选择性地借鉴了“同源说”和“融合说”两种

观点以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统一性。为了调适“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史学

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是民国学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一个重要理论路径

——其中又可以分为“融合说”和“同源说”。“融合说”认为，“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

藏等各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血缘融合”而成，持此观点主要有王桐龄、林惠祥、陶希圣、 

 

 

 

 

 

 

 

 

 

 

 

 

顾颉刚等人。1928年，王桐龄在其《中国民族史》（1928）中提出，“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中

华民国”“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亦绝无单纯血统”
2
。1929年，陶希圣在其所

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中，提出“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

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搆成的永续的共同体”
3
。1937 年，顾颉刚提出中国

各族是“经过了几千年互相混合同化的结果”，“国内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

分别的族名”
4
。1939 年，林惠祥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1939）中提出，“今日之汉族实为

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
5
。“同源说”则认为，汉、满、蒙、回、藏各族自古以来就是“系出一宗，族同一祖”，同祖同

源。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戴季陶。1930 年，戴季陶在为马鹤天所著之《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

写的序中，提出“汉族之与蒙古民族，系出一宗，族同一祖，但视其面貌骨骼，便已足自信不疑，

则两族之当亲睦协和共图其存在发展不待更述而自明矣”，且认为“蒙回俱族，其理亦同”
6
。无

论是持“融合说”还是“同源说”，王桐龄、林惠祥、陶希圣、戴季陶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前提，那就是“民族”与“血缘”相关，并且有着共同的理论目的，也就是试图论证和构建以“血

缘”为基础的“国族”——“中华民族”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1 马戎：《“民族”之辩——从 1939 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一）》，中国民族报，2012 年 11 月 2 日，第 07 版。 
2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192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28/1934），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版。 
3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91 页。 
4 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民国日报》（甘肃），1937 年 11 月 10－

14 日。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62 页。 
5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第 40 页。 
6 戴季陶在序言中还说道：中国建国之基本，为汉民族之文化，故今后汉民族应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

古民族应努力接受汉民族之文化，复于上古同族同宗之本原，而造成真正统一之中华民国……。载马鹤天：《内

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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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民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为同源），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即为融合）”的

表述，显然同时借鉴和采纳了“融合说”和“同源说”这两种观点。同时，《中国之命运》也没

有放弃戴季陶所主张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仍然坚持称“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

就是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这“八德”和“四维”
1
。 

但是，蒋介石对学者意见的借鉴和采纳，完全取决于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是否迎合或符合其建

构和调整“民族主义”的理论需要和政治动机，而不是在学者的观点和结论的基础之上建构和调

整其“民族主义”理论。在“国族”与“民族”概念的关系问题上，陶希圣、戴季陶、顾颉刚都

将“国族”等同于“民族”，但陶希圣、戴季陶是以“血缘”为基础论证和构建“国族”/“中华

民族”，唯有顾颉刚所使用的“国族”概念最契合孙中山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国族”概念2，

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3，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

同文化上”
4
。1935 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曾提出“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两者“不容混

淆”的观点，认为“现今世界上，决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没有以一民族而组织一国家的”，

“一国家中，总包含好几个民族”，“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5
，堪称睿见。但蒋介石恰恰试图在血

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华民族”。由此可见，真正影响、主导“国族-宗族”论的核心概念

和基本内容的，是戴季陶、陶希圣等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顾颉刚或其他学者

的意见。 

第二，就“宗族”论来看，其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来源于蒋介石集团御用理论家的理论创造。

关于《中国之命运》作者，史学界尚有诸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理论

家陶希圣替蒋介石“捉刀”完成的作品；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为《中国之命运》也是倾尽

心力，因此该书完全体现的是蒋介石的思想和主张。但无论是哪个观点，都没有排除陶希圣等“御

用理论家”在《中国之命运》写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宗族”论这一部分而言，陶希

圣显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0 年，陶希圣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就曾以“民

族的单位”称谓少数民族，他写道： 

从中国的政治的领域里面做一番粗略的搜查，我们已经看见了许多的民族的单

位（Ethic Units），如甘新的回民，川滇的苗瑶，外藩的蒙藏
6
。 

    而“国族－宗族”论中最关键的观点，即将汉、满、蒙、回、藏各族称为“宗族”，同样与

陶希圣存在密切关联：虽然陶希圣并不认同“同源论”，但却有将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视

为“宗族”的“前科”。陶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提出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习惯以“宗

族意识”隐蔽“民族意识”，而北方“异族”在迁徙、征战中原的时候沿袭了这一做法，同样以

“宗族传说”隐蔽“民族”差异。陶希圣论述道： 

    春秋以前，……当时有种族意识，却为宗族意识所点染。……春秋期间，种族

意识已经发生和发达。种族意识受宗族意识的点染。种族以内又杂有宗族意识，很

强烈的存在于其间
7
。 

    …… 

                                                        
1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一章。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版，第 1－7 页。 
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 年版。 
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 年 2 月 13 日。载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

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94－106 页。 
4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 期，1939 年 2 月 13 日。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

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96 页。 
5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1934）。载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4

页。 
6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66 页。 
7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9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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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以后）中国的民族融合……比秦代以前更进一步。西域、南越、西南夷的

发见和匈奴的战争，至少使士大夫阶级乃至商人阶级发生民族差别的认识。但是，

士大夫阶级却仍尊重宗族的传说，时以宗族意识隐蔽了民族意识
1
。 

陶希圣进一步论述道：“在这种态度之下，北方诸异族，如匈奴、鲜卑等等，依其向中原的

迁徙和战斗，各持其宗族的传说，加入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2
。在如何认识汉、满、蒙、回、藏

等各族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上，陶希圣将汉、满、蒙、回、藏等族视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位

（Ethnic Unit）”
 3
，而顾颉刚则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

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三大“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

团”替代各族的名称4。蒋介石显然采纳和借鉴了陶希圣的观点。对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家而言，

给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所确定的替代名称，“科学性”显然并不是第一条件，各族群众的

“意愿”显然更不是参考的重点，能否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所用”、能否为各派政治力量“接受”

才是首要考虑的内容。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推出“国族－宗族论”，在政治上显然是最佳选择：既

看起来满足了国民党内要求推行“国族融合”政策的呼声，又顺应了社会各界呼吁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的舆论，而且还能强化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政治继承者的形象。虽然“国族－宗族”论从

根本上来说是对“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国族”的断章取义和刻意歪曲，但这对于蒋介石集

团而言本来就轻车熟路——无论是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还是蒋介石“三民主义实行程序”，

无不是以歪曲、曲解、解构、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蒋介石，才是“国

族－宗族论”真正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也只有蒋介石才有资格和胆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宣称“宗族”论是继承孙中山的“遗训”。 

第三，蒋介石所倡导的“国族－宗族论”，不过是为维护其“抗战领袖”、“民族英雄”的声

望和假象，满足其巩固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专制统治的需要而精心编造的政治谎言和理论骗局。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虽然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但其“中心－边缘”的

思维模式和“分治”、“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丝毫改变。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终于一雪近代以降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

失败历史，以巨大牺牲和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国际而

言，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五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国际环境绝无仅有；就国力而言，经受

住了长期战争考验的中国在民族凝聚力、军事组织力、政治动员力早胜抗战初期，实现国家统一、

民族统一的能力更加强大；就民意而言，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共同愿望和共同意志。然而，蒋介石竟然在此大好背景之下出人意料地重新回到了“民族分治”

的立场。 

8 月 24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实施

“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凡对于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

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

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

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第三，“各省区以内

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级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

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
 5。蒋介石提出的“三个原则”，再次将外蒙和西

                                                        
1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102 页。 
2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102 页。 
3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 66 页。 
4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 年 2 月 13 日。载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

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94－106 页。 
5 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

会议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170－175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4 

藏划分在“国族”之外，提出要承认“外蒙独立”，扶持“西藏独立”，同时对他所称的“各省区

以内的大小民族”“厉行同化”。蒋介石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显露

出其“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在“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导之下，蒋介石

不惜以牺牲外蒙主权的代价，换取苏联政府的所谓“三项政治承诺”，并于 1946 年初启动承认了

外蒙“独立”的所谓“法理程序”。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在解释其为什么放弃“外蒙主权”时

称，“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
1
。1959 年，在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之际，

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公然“许诺”将“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达赖集

团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的“愿望”
2
。 

由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研究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讨论，显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基本逻辑和专制、同化的

政策取向，与蒋介石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在基本概念、理论方向、政治目的等方面存在诸

多差别和差异。认为学界为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或理论依据的看法显

然是一种历史误解。与之相反的是，学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结论或是出于批判蒋介石集团在民族

政治领域的倒行逆施；或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时隔

七八十年，我们依然可以从顾颉刚对国民党“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

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从吕思勉“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

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的批评之中，强烈感受到学者们理

论良知和拳拳之心。虽然民国时期学者们试图以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回答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

题，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研究和结论是中国人民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将在中

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体现。 

 

 

【论  文】 

蒋介石集团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显然绝非我们原所以为的那般，只要简单

地贴上“反动”的标签就会烟消云散，其背后所深藏的思想渊源与政治路径，更值

得后人深思和警醒。 

一九四二：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相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四） 

 

熊芳亮 

 

抗日战争期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

声，蒋介石集团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对期“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调整和调适，

炮制“国族－宗族”论以缓解党内、党外和社会舆论的政治压力。这种理论调整和调适看似借鉴

和采纳了学界的研究成果，顺应了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却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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